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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与最优关税 
 

王晓星 倪红福 

 

摘要：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各国最终品生产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可能改变

传统上一国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影响关税政策的制定。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全球价值链对

关税制定的影响，本文扩展了 Blanchard et al（2016）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内生

融入一国进口中间品并征收中间品关税的行为，同时研究增加值和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

税的影响。进一步利用 2000-2014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

中间品关税和国内最终品中所含国外增加值的增加显著提高了最终品关税，国外最终品中所

含国内增加值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最终品关税。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关税主要通过产品价格

影响最终品关税的制定；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会随着国内增加值的增加而加强，

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增加而有所削弱。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最终品关税 中间品关税 增加值 政治经济分析 

 

一、 引言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s Chains, GVC）①

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

模式，使得国际贸易不再仅局限在最终品层面上。一方面，一国（地区）
②
会进口一定数量

的中间投入品用于最终品生产；同时，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也可分布在不同国家之中

（Hummels et al，2001；Johnson & Noguera，2012）③
。此种分散化的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现

象是：国内最终品所包含的产出价值并非全部由本国增加值投入和国内中间投入创造，还包

含国外增加值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的技术贡献（倪红福，2017）。Blanchard et al（2016）
指出，在当下全球经济中，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国外增加值对于本国最终品的价值贡献比重

达 20%，个别国家和行业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 50%。对等地，进口的国外最终品也会包含

本国的国内增加值
④
。 

GVC 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 GVC 本身的测度上，如对

GVC 参与程度（Wang et al，2013；Koopman et al，2014）、生产长度（Fally，2012）以及

位置（倪红福，2016）等方面所做的深入研究。但是，关于 GVC 如何影响现实中贸易政策

的制定却鲜见于理论和实证分析中。 
                                                 

* 王晓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电子邮箱：wangxiaox1992@163.com；倪

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nihongfu_justin@126.com。本文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理论内涵、测度和路径分析”（71873142）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方法”

7207314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关于全球价值链，不同文献称呼有所不同，早期文献常有以垂直专业化或外包代之，因而这几种称

谓之间可以互换，含义上没有显著差异。 
②若未特别说明，本文所说国（家）一般指国家或地区。 
③典型的案例是苹果公司 iPhone 手机的生产：iPhone 手机虽然由美国出口，但是美国苹果公司主要负

责手机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其零部件则是从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多个国家采购，并在中国进行组装加工

（Xing & Detert，2010）。 
④本文所说“国内增加值”是指国外最终品中所含的本国增加值，“国外增加值”是指国内最终品中所含

的国外增加值。这与通常价值链文献中所说的“国内（外）增加值”有所不同，后者一般指出口中所含的国

内（外）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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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GVC 带来的贸易模式变化会影响传统实施贸易保护的动机。第一，对中间投

入品进行征税，将会提高运用该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最终品成本，一国出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可能会提高最终品关税。换言之，最终品关税可能会随着中间品关税的上升而增加。第二，

对进口最终品征收关税会降低国外最终品企业的利润，这会损害为最终品生产提供增加值投

入和中间品投入的国内上游企业，继而减少国外最终品中所含国内增加值（以下简称“国内

增加值”），削弱政府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第三，当国内最终品企业使用国外增加值进行

生产时，由进口保护所产生的利得会通过生产链传递给国外上游企业，增加国内最终品中所

含国外增加值（以下简称“国外增加值”），这同样会削弱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 
此外，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赋予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政治经济权重，以体现对不同群

体的重视程度。GVC 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征收关税时除了需要考虑国民收入，还要关注国内

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从国内增加值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权重会加强其对最终品关税的负向

调节机制，原因在于提高关税会降低国内增加值。从国外增加值的角度看，提高关税可以让

部分利得被国外企业所获取，如果国外企业可以有力游说本国政府，那么可能会削弱乃至扭

转国外增加值与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关系。因此，国外增加值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便是一个

实证上待检验的问题。 
针对 GVC 与贸易政策的研究空白，Blanchard et al（2016）首先将 GVC 引入到传统的

贸易政策模型中，考察了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如何影响最终品关税政策的制定。这较为

出色地从价值链角度丰富了已有的贸易政策文献，但其模型中未考虑最终品企业运用中间投

入品生产的过程。在中间品贸易比重日益提高的事实下，不应忽略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

税可能造成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 Blanchard et al（2016）模型的基础上融入企业运用中间投入品生产

并征收中间品关税的行为。之后，本文运用 2000-2014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 -Output 
Tables, WIOT）和双边关税数据实证检验模型的预测结论。综合来看，与 Blanchard et al（2016）
以及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理论上，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全球价

值链贸易政策模型，在本文的模型中，最终品同时使用中间投入品、“国内增加值投入”要

素和“国外增加值投入”要素进行生产。通过中间投入品的引入，模型在中间品关税与最终

品关税之间建立了联系。第二，实证上，Blanchard et al（2016）使用的是 1995-2010 年 WIOT
数据，并且仅选取了 1995、2000、2005 和 2009 四个基准年份进行检验。本文利用了最新的

2000-2014 年连续时间序列 WIOT 数据，涵盖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时期，在更长时段内

考察模型的解释力。第三，本文也是对近期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贸易增加值相关文献的补

充，研究方法和计算结果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可分两类：一是关于传统情形下一国最优关税的设定，二是有关

GVC 核算及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关于传统情形下一国最优关税设定的研究。第一，理论

上来说，对于一个最大化消费者福利的政府，Johnson（1950）表明征收关税会产生无谓损

失和贸易条件利得。完全竞争情形下，对于小国，由于无法影响世界价格，因而无法产生贸

易条件利得，故其最优关税为零；而对于可以影响世界价格的大国，通过征税可以获得贸易

条件的改善，此时最优关税等于出口供给弹性倒数（或称为逆出口供给弹性）。这一结果与

本文推出的最优关税表达式形成了对照。在 GVC 背景下，最优关税表达式是传统情形的推

广。第二，就现实而言，Bagwell & Staiger（1990）在研究贸易协定时提出了所谓的贸易条

件假说。该假说认为，现实中单边采取行动的政府往往会过度征收关税，以期通过改变贸易

条件将关税成本转嫁给外国生产商，贸易协定可以将贸易条件变化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成本内

部化。相关文献也通过实证数据证实了该假说（Broda et al，2008；Ludema & Mayd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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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决定最优关税的目标函数可能不仅包含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还需要赋予利益集团一定

的权重，如政府在制定关税政策时需要兼顾国内企业和工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收益。这方面

的文献构成了关税政策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要点。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包括中间选民

模型（Mayer，1984）和保护待售模型（Grossman & Helpman，1994）。Mayer（1984）假

设通行的关税将最大化中间选民的福利水平，据此证明最优关税的正负取决于中间选民的资

本/劳动比率以及进口品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中间选民拥有比经济总体更高的资本／劳动比

率且进口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国将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当进口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最

优进口关税为负，即一国将进行补贴。 
Mayer（1984）所预测的进口补贴现象在现实中很少能被观察到。他假设的“政策由多

数选民决定”是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简化的一种描述，实际中的政策会受到选票、舆论和游说

集团捐献的共同影响。针对于此，Grossman & Helpman（1994）构建了同时考虑游说集团捐

献和消费者福利的保护待售模型。模型中政府和游说集团存在策略性互动：有组织的游说集

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政府寻求政策保护，据此来最大化净租金收入。他们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对于无组织的企业，最优关税为负，即对其进行补贴；对于有组织的企业，最优关税为正，

大小取决于逆进口渗透率 ①和进口需求弹性倒数。在保护待售模型之后，一些学者在此方向

上进行了更近一步的研究。如 Mitra（1999）允许游说集团的内生形成，将内生游说引入到

模型中，更容易解释跨行业的贸易保护；Bagwell & Staiger（1999）用同时包含中间选民模

型和保护待售模型的框架分析贸易战的后果以及 WTO 规则下削减关税带来的收益。中间选

民和保护待售模型也得到了实证上的支持（Goldberg & Maggi，1999；Gawande & 
Bandyopadhyay，2000）。 

关于 GVC 核算及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研究。首先，GVC 的存在会改变贸易伙伴国之间

传统的双边关税定价规则，进而改变一国最优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制定（Ornelas & Turner，
2012; Antras & Staiger，2012）。与他们的方法不同，本文的分析不需知晓具体的定价规则，

即使如传统条件下，价格由市场出清条件决定，仍然可以得到本文的模型结果。其次，

Blanchard et al（2016）直接推出了 GVC 背景下的最优关税表达式，本文更进一步，考虑中

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得到了更为一般化的最优关税表达式。 
由于本文在实证部分需要使用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数据，故而本文还与近期利用

投入产出方法核算 GVC 的文献相关联（Johnson & Noguera，2012；Koopman et al，2014；
Los et al，2015）。这些文献从增加值出口的角度对传统总量贸易进行了重新评估，开创了

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全新领域。他们对一国出口增加值进行了详细分解，但是具体方法有所差

异。Johnson & Noguera（2012）使用前向分解法，通过追踪增加值最终被消费的情况来确定

各国的增加值；Los et al（2015）采取后向分解法，通过向后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确定各

国最终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增加值。 
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最终品关税理论模型的构建；第三部分对计量模

型的设定和数据构建进行概述；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二、理论模型构建 

 

                                                 
①逆进口渗透率即国内产出对进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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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基准设定 
假定共有 C（C>2）个国家，对任意国家 c 来说，存在 N+1 种最终品和一种中间品，最

终品中包含N种非基准品和1种基准品。每个国家非基准最终品价格为
c
np ,上标c表示国家，

下标 n 表示产品种类，n=1,…,N。 ( )1 ,...,
c c c

Np p p=
ur

表示 c 国所有非基准最终品价格向量，

( )1 ,..., C
n nnp p p=

ur
表示任意一种非基准最终品在所有国家的价格向量， ( )1

,...,
C

p p p=
ur ur ur

表示所

有非基准最终品的价格向量。基准品用数字 0 表示。假设基准品在国家间可以自由贸易，价

格标准化为 1。中间品用 N+1 表示，价格为 1
c
Np + ， ( )1

1 11 ,..., C
N NNp p p+ ++ =

ur
为所有国家中间品

价格向量。本文分别从消费者和生产者角度构建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 
1.消费者问题。设每个国家都有连续的同质消费者，数量标准化为 1。假定所有消费者偏好

相同，均为拟线性，且对所有最终品的效用可加可分，那么 c 国总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 )0 1

Nc c c
n nn

U d u d
=

= +∑                         （1） 

消费者在预算约束 0 1

Nc c c c
n nn

d p d I
=

+ ≤∑ 下最大化效用函数，Ic表示总国民收入。将（1）

式 转 化 为 间 接 效 用 函 数 形 式 ： ( ) ( ) ( )'

1
,

c c c Nc c c
n nn

V p I I p d p u d
=

= − +∑
ur ur ur

。 令

( ) ( ) ( )'

1

c c cN c
n nn

S p u d p d p
=

= −∑
ur ur ur

，则间接效用函数为： 

( ) ( ),
c cc cV p I I S p= +

ur ur                            （2） 

由 Roy 恒等式，消费者的马歇尔需求函数为： ( ) ( )c c c c
n n nS p p d p∂ ∂ = −

ur
。 

2.生产者问题。每个国家使用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一种是同质的劳动力要素，在国家内

部可以自由流动，但不能在国家间跨境流动。另一种为每个行业的“增加值投入”要素 ①，在

GVC 背景下，每个国家可以同时使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增加值投入”要素进行生产，要素

回报体现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 
对于基准品，假设仅使用一单位劳动力并以不变规模报酬进行生产，因此所有国家的工

资会固定在一单位。对于中间品，假设其使用劳动力和本行业“增加值投入”要素进行生产。

对于非基准最终品，除劳动力和“增加值投入”要素外，还会使用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这

也是 GVC 背景下企业生产所表现出的特征：下游企业会使用来自本国和国外的上游企业的

产品作为中间品进行生产。由是，非基准最终品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 )*
* 1 1, , , ,

cc c c c c
nn n n nc N Nq f l v v q q+ +=

r r
                       （3） 

                                                 
①“增加值投入”要素只是一些特定的要素束，如“特定资本”或“特定人力资本”要素（Grossman & 

Helpman，1994）。本文之所以使用“增加值投入”，因为它与现实中数据的衡量内容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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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nq 是非基准最终品产量，

c
nl 是劳动力要素使用量，

c
ncv 是本国“增加值投入”， *

c
nv

r
是

来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投入”， 
1

c
Nq +
是本国中间品投入， *

1Nq +

r 为进口其他国家的中间品量。

类似地，中间品的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①： 

( )1,*1 1 1 1, ,
cc c c c
NN N N Nq f l v v ++ + + +=

r
                      （4） 

本文所假定的生产过程是现实中 GVC 背景下生产活动的简化。现实中，最终品可能使

用多种中间投入品生产，同时最终品又可能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品。本文生产模式虽然简单，

但是抓住了 GVC 的两大关键特征，一是使用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中间品进行生产，

二是投入要素之间的专一性和锁定性（Antras & Staiger，2012）。本文模型的中间品引入思

路也是借鉴了 Gawande & Bandyopadhyay（2000）对于 Grossman & Helpman（1994）的改进。

Grossman & Helpman（1994）的模型中并未考虑中间品贸易，Gawande & Bandyopadhyay（2000）
引入了中间品，但同样没有考虑迂回生产的过程。 

在如上设定下，对于非基准最终品，生产利润可表示为： 

( )* '* *

1 1 11 1 1 1
, , Cc c c c c c c c c c

n n N n n n N N ni niN N N i
p p p p q l p q p q r vp + + ++ + + =

= − − − =∑
ur ur r

        （5） 

 其中
c

nir 表示 c 国 n 行业使用的来自 i 国“增加值投入”要素价格，它与非基准最终品价格

和中间投入品价格相关。（5）式表明本文并未考虑“增加值投入”要素如何通过 GVC 转

化为最终产品，而是通过 GVC 将国内外投入要素结合起来，因为 GVC 最终是要素服务贸

易的载体，要素交换是 GVC 的主要模式（Adao et al，2017）。 
考察了消费者和生产者问题之后，接下来便可得出整个经济的国民收入。具体地，国民

收入等于关税总收入加上劳动力收入和“增加值投入”要素收益，关税总收入包括对非基准最

终品以及进口中间品征收的关税。国民收入可表示为： 

1, 1, 1, 1,1 1 1 1
1 N N C Cc f m c c i i c c i i

nc nc nc nc N c N c N c N cn n i c i c
I R R r v r v r v r v+ + + += = = ≠ = ≠
= + + + + + +∑ ∑ ∑ ∑ （6） 

( ) ( )11 1
,N Cf c i c

n n ni Nn i c
R p p m p p += = ≠

= −∑ ∑
ur ur

表示最终品关税收入，
c
nim 为进口最终品数

量。 ( ) ( )1 1 1, 11
,Cm c i c

N N N i Ni c
R p p m p p+ + + += ≠

= −∑
ur ur

表示进口中间品关税收入， 1,
c
N im + 为进口中

间品数量。第三项为标准化劳动力收入。第四项为投入到本国最终品生产的本国“增加值投

入”要素收益。第五项为投入到国外最终品生产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要素收益。同理第六项

和第七项分别为投入到本国和国外中间品生产的本国增加值收益。由于本文假设中间品生产

仅使用劳动力和基于本行业的“增加值投入”要素，在劳动力价格已经固定的情形下，增加值

收益只与中间品价格 1
c
Np + 有关。为方便起见，本文将（6）式中最后两项记为 ( )1 1N Npp + +

ur
，

（6）式简化为： 

( )1 11 1 1
1 N N Cc f m c c i i

nc nc nc nc N Nn n i c
I R R r v r v pp + += = = ≠
= + + + + +∑ ∑ ∑

ur
         （7） 

进一步，根据（5），本文将（7）改写如下： 

                                                 
①本文所有表达式上标表示产品来源国，下标表示“增加值投入”要素来源国和产品所在的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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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11 1 11 1 1 1
· ·

cc
c

c c N C N Cc f m c c i i
ni ni nc nc NN N Nn i c n i c

FVA p DVA p

I R R p q p q r v r v pp ++ + += = ≠ = = ≠

≡ ≡

= + + − − + +∑ ∑ ∑ ∑
ur ur

ur r ur r ur
1 4 4 2 4 4 3 1 4 4 2 4 4 3

   （8） 

   （8）式中的前三项与传统模型相同，即关税收入和最终品收入。但是由于 GVC 的存在，

传统的国民收入等式有了几项调整。第一，本文在最终品收入中减去了中间投入品消耗；第

二，国内最终品的部分收入需要付给国外“增加值投入”要素，即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FVA）；第三，本国也从提供给国外最终品生产所需的“增加值投入”要素中获得收

益，即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DVA）。第四，对于中间品生产而言，也存在类

似地依赖于中间品价格的 DVA 和 FVA，这体现在（8）式中的最后一项。因此本模型中，关

税会通过非传统渠道影响到国民收入。 
3.政治经济分析模型。现实中政府目标函数不仅包括国民收入，还体现对于不同利益集团的

重视程度。存在 GVC 时，政府除需要考虑本国企业在本土的收益外，还需要考虑到本国企

业在国外的收益和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收益。因而本文扩大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在政

府目标函数中赋予了 DVA 和 FVA 额外的政治经济权重，参考 Blanchard et al（2016），假

设政府对上述各项收益分别赋予固定（ad-hoc）的政治经济权重，政府目标函数可表示如下： 

( ) ( ) ( ) ( ) ( )1 *
* 1 11 1 1 11

, , ,
c Nc c c c c c c c c c c c

n n n n n n nc n n N NN N N Nn
G I S p p p FVA p p DVA p p pδ p δ δ δ p+

+ ++ + + +=
 = + + + + + ∑

ur ur ur ur ur  （9） 

前两项是传统意义上消费者总福利，其余各项是对利润和增加值所赋予的权重：
c
nδ 为

利润权重， *
c
nδ 为 FVA 权重，

*
ncδ 为 DVA 权重， 1

c
Nδ + 为中间品增加值权重。 

（二）最优双边最终品关税 
定义了政府目标函数之后，可求解最优双边最终品关税。对于给定的贸易伙伴，c 国对

n 征收的最优关税要在无套利条件下最大化（9）式，其中无套利条件是 c c d
n nd np pτ= , ( )1c c

nd ndtτ = + , 

c
ndt 为征收的从价税。即： 

arg maxc c
nd Gτ =  s.t.  c c d

n nd np pτ=                     （10） 

一阶条件表示如下： 

( )

( ) ( )

1,
1 1

1, *
1 *1 1 0

f m

c
nd

cc c
N dc c d c R c c d R cnc n

nd n nd nd N N ndc c c
nd nd nd
c c c
N dc c c cn n nc

N n n n ncc c c c
nd nd nd nd

dmdm dpG t p m p p
d d d
dq dp dFVA dDVAp q
d d d d

τ τ τ τ

δ δ δ
τ τ τ τ

+
+ +

+
+

= − +Ω + − +Ω

− + − − + + =

      （11）  

（11）中的前两项是国际贸易理论中标准的贸易条件效应。第三项
,

f
c

R c nd
nd ci c d

nd

dR
dτ≠

Ω =∑

表示除 d 国外其他国家最终品关税收入对最终品关税的反应。第四项和第五项表示中间品关

税收入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反应。第六项为中间品投入对于最优关税的反应。第七项表示国内

最终品利润的政治经济效应。最后两项是 DVA 和 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 
考虑 FVA 对于最优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双边最终品关税提高了最终品的价格，这反过

来增加了嵌入其中的 FVA。本文将这一效应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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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c
ni

c c c c c c c c c c c
rc rcn ni ni ni n n ni ni n n n
n nc c c c c c c c ci c i c

nd n n ni nd n nd n nd

dFVA r v dr p dp r v dp FVA dp
d p dp r d p d p d

ε

ε ε
τ τ τ τ≠ ≠

≡

 
   = = =   
 
 

∑ ∑
14 2 43

    （12） 

（12）式中
c c

rc ni n
ni c c

n ni

dr p
dp r

ε ≡ 表示国外“增加值投入”要素价格相对国内最终品价格的弹性。

本文假设这一个弹性为正，即最终品的价格越高，国外增加值也会更高。为了实证的方便，

假设弹性在所有国家之间都是相同的： * ,rc rc
ni n c i Cε ε= ∀ ≠ ∈ 。 

同理对 DVA 而言，最终品关税改变了国外最终品的价格，这对用国外最终品生产的国

内“增加值投入”要素价格产生影响。类似地将这一效应分解如下： 

c c

rd
nc

d d d d d d d
DVA DVArdnc nc nc nc n n nc n
nd nc ndc d d d c d c

nd n n nc nd n nd

dDVA r v dr p dp DVA dp
d p dp r d p d

ε

ε
τ τ τ

 
= +Ω = +Ω 

 1 4 2 43
     （13） 

与（12）式稍显不同的是 DVA 对于最终品关税同时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

接效应刻画了最终品关税如何直接影响 DVA，而间接效应则包含了他国 DVA 的关税效

应，本文主要关注直接效应 ①。从（13）式中可以看出，直接效应受到弹性
rd
ncε 的影

响。如上，本文假设这一弹性是正的。 
将（12）式与（13）式代入（11）式中，可以求解出最优的双边最终品关税： 

( ) ( ) ( )* *1, *1
1,

11 1 1 1
c ccc c c d c cn nN dc c rdn n N nc n

ndnd N d nc ncc c d d c c cc c c
nd nd n n nd n ndnd nd nd

dmq p DVA FVAt t
m dp p m p mm

δ εδ
δ ε

ε λ λ
++

+

 −
 = + − − − + − −Ω
  

（14） 

 其中 0
d c

c n n
nd c c

nd nd

dp d
d dp

τλ
τ

= < 。 0
c d

c nd n
nd d c

n nd

dm p
dp m

ε = > 表示出口供给弹性，
( )

f m
cDVAR c R cc nd nd nd

nd d c c
n nd nddp d mτ

Ω +Ω +Ω
Ω = 刻

画的是第三国的间接关税效应。 
（14）式表示的是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双边关税。但是现实中在 WTO 协议框架下，国

家或地区间存在两个制度性安排，它们给征收关税时设置了约束，即最惠国待遇和区域贸易

协定。最惠国待遇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国征税水平不得高于最惠国关税（ The 
Most-favored-nation Taiffs，MFN），这给双边关税施加了上限约束。考虑最惠国待遇后，最

优双边最终品关税为（14）式与 MFN 中的较小值，即： 

{ }, ,min ,c applied c c MFN
nd nd nt t t=                           （15） 

此外，实际中国家间还会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一

般表现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这些协定的签订会部分地中和贸易条件的外部性

（Grossman & Helpman，1995b），因此会对最优关税设定产生影响。假设协定能完全中和

贸易条件，那么关税便不再对出口国最终品价格造成影响，即 0d c
n nddp dτ = ，此时 DVA 便不

                                                 
①在有关对关税效应的影响中，第三国效应的影响方向通常不确定，而程度上则不够重要，因此本文

主要关注的是两国间的关税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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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挥效应。但 FVA 作用于关税的渠道和 DVA 有所差异，FVA 对于关税的影响依赖于国内

价格，即使一国无法控制贸易条件，FVA 仍然可以影响关税（Blanchard et al，2016）。由

此从模型中可以推出第一个命题： 
命题 1：国外最终品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存在区域贸

易协定时，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较弱。 
（14）式表明全球价值链和中间品关税的存在如何改变传统的最终品关税的最优水平。

具体来说，（14）中有五项重要组成部分。 

前两项为传统的最优关税等式组成项，即逆出口供给弹性（1 c
ndε ）和逆进口渗透率

（ c c c c
n n nd ndq mδ λ ）。逆出口供给弹性刻画了贸易条件和成本转移效应（Johnson，1950）。

逆进口渗透率描述了国内政治经济影响，反应的是政府在国内最终品企业利益和社会福利之

间的权衡。 
后三项反映的是 GVC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第三项是中间品关税对最终品关税的影

响。表达式显示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有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中间品关税 1,
c
N dt + 前的系

数 1,1
cc
N dN

c d
nd n

dmp
m dp

++− 为正，因为 c 国从 d 国进口的中间品数量 1,
c
N dm + 会随着 d 国中间品价格的增

加而下降，即 1, 0
c
N d

d
n

dm
dp

+ < ，从而整体系数为正。这一点与 Goldberg & Maggi（1999）的模型

结果一致。正如倪红福等（2018）和段玉婉等（2018）所指出，当今世界随着中间品贸易的

深入发展，对于中间品征税虽然可能保护了上游的行业，但是以该产品为中间投入的下游行

业却将受到损害，从而使得关税的成本被不断放大，因而实际中下游行业面临的关税负担更

为沉重。由此，本文得到了模型推出的第二个命题： 
命题 2：中间投入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有正向影响，对中间投入品征税会加重最终品

的关税负担。 

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反映的是增加值对最优关税的影响。首先是 DVA。当 d
ncDVA 很高时，

政府会理性地设定一个较低的双边关税。理由在于低关税可以提高国外最终品的价格，进而

使得 DVA 增加。这一效应在政府给予 DVA 更多的权重时会更强（
* 0ncδ > ）。其次是 FVA。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存在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渠道：一是降低

关税导致的国内最终品企业损失可以通过 FVA 部分地转移给国外厂商，这会鼓励政府削减

关税；二是削减关税同时会损害国外企业在本国的收益，当利益集团游说力度较大，FVA
政治经济权重较大时最终品关税可能不降反升。因此，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方向取

决于二者程度的强弱。由此，便可得到模型推出的如下两个命题： 
命题 3：国外最终品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对双边最终品关税有反向效应。 
命题 4：国内最终品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对于双边最终品关税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

具体符号便是一个实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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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策略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本文将利用实证数据来检验模型的结论。在进行实证时，本文存在如下两项挑战。

第一，上文的最优关税是理论模型设定，本文没法直接观测最优关税的所有决定因素，如逆

出口供给弹性和政治经济权重等。第二，本文面临增加值等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对于逆出口供给弹性，由 Broda et al（2008）和 Blanchard et al（2016），假设其可以分

解为进口商-行业-年份和出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而被模型所吸收。对于政治经济权重，

假设其不随时间变化，体现在回归系数中。据此，本文可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1, ln ln lnc IT c IP c DVA d FVA c
ndt nct ndt N d nt nct nt ncdtt t IP DVA FVA Controls eη η α α α α β+= + + + + + + +  （16） 

nctη 表示进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ndtη 表示出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c c

c nt nt
nt c c

nt ndt

p qIP
p m

=

表示逆进口渗透率（IP-Ratio）。Controls 表示其他可能影响最终品关税的控制变量， ncdte 为

误差项。为了缓解各变量数值量级上的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三个解释变量取

对数，代替原始值来进行回归。 
注意到关键解释变量中仅 DVA 在双边水平上测度，中间品关税、逆进口渗透率和 FVA

是多边层面变量，当使用进口商-行业-年份的三维固定效应时，仅能识别 DVA 系数 DVAα 以

及中间品关税、FVA 与 IP 系数之和 ( )IT IP FVAα α α+ + 。为了识别出每一个变量前的系数，

同时为了反映多边效应，本文放松进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同时考虑进口商-行业、进口

商-年份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16）式转化为： 

1, ln ln lnc IT c IP c DVA d FVA c
ndt nc ct nt ndt N d nt nct nt ncdtt t IP DVA FVA Controls eη η η η α α α α β+= + + + + + + + + + （17） 

其中 ncη ctη ntη 分别表示进口商-行业、进口商-年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此外，虽然在理论推导时本文假定 MFN 不变，但实际上 MFN 是在变化的。（16）和

（17）式中的进口商固定效应不仅吸收了逆出口供给弹性的变化，同时吸收了 MFN 的变化。

因此，为了使得 MFN 的变化不会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在估计时可将被解释变量表示为最终

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此时（17）式变为： 

,
1, ln ln lnc c MFN IT c IP c DVA d FVA c

ndt nt nc ct nt ndt N d nt nct nt ncdtt t t IP DVA FVA Controls eη η η η α α α α β+− = + + + + + + + + + （18）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在估计基准模型时，还需要解决核心解释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最

终品关税与 DVA、FVA 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中间品关税可能与某些不可观测的因

素相关而产生内生性（Kaplan et al，2017）。本文在进行基准估计时加入了相应的固定效应，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遗漏变量的影响。这些固定效应也可以吸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

测因素的影响，减缓了中间品关税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内生性问题，本

文除了在回归中加入固定效应外，还借鉴了唐宜红等（2018）的做法，对核心解释变量取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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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期。由于滞后变量已经前定，不受当期因素影响，减弱了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的相关

性，进一步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为了进一步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对于双边层面的 DVA，本

文用服务业国内增加值 d
stDVA （s 表示服务业）作为其工具变量。由下文可知，服务业没有产

品关税数据，本文数据涵盖的范围仅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理论上服务业 DVA 不会影

响进口国对于出口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品关税的征收，因此满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的无关性要求。但是服务业 DVA 却可能与第一、二产业 DVA 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存在相

同的供给侧因素使得 d 国可能同时是 c 国多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供给者，满足工具变量与

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对于多边层面的 FVA，参照 Blanchard et al（2016），使用相对于基准年份的增长率代

替水平值。本文将 FVA 作如下等价变换： 
( ) ( )

( )
0 0

0
0 0 0

, ,
,

c c d d
d dt sc c st

nt n c c d dd c s
n d st s

FVA s n FVA s n VA VAFVA FVA
FVA FVA s n VA VA≠

     
=            

∑ ∑          （19） 

其中 ( ),c
dtFVA s n 表示 t 年 c 国 n 行业包含的来自 d 国 s 行业的增加值， d

stVA 表示 d 国 s 行业

在 t 年的总增加值，假设出口增加值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 ( )
( )

0

0

,
1

,

c d
dt s
c d
d st

FVA s n VA
FVA s n VA

= ，那么（19）

式可近似写为： 

( )0
0

0 0

,
ln ln ln

c d
dc c st

nt n c dd c s
n s

FVA s n VAFVA FVA
FVA VA≠

    
= +           

∑ ∑
           （20） 

对于（20）式中第一项基准年份的 FVA，可以通过进口商-行业固定效应加以吸收，因

此本文用第二项比率作为其工具变量，其中选取初始的 2000 年作为基准年份，之后在估计

中本文也会对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三）数据构建说明与来源 
1.最终品中所含 DVA 和 FVA 及最终品行业国内生产量、进口量。计算最终品中所含的 DVA
和 FVA，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①。最新公布的 WIOT 包含 2000-2014
年世界 43 个国家和地区（27 个欧盟国家和 16 个非欧盟国家）56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

如引言中所说，目前计算生产中所含增加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的前向分解法

（Johnson & Noguera，2012），另一种是生产的后向分解法（Los et al， 2015）。后向分解

法通过向后追溯每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确定每个国家最终产品生产所使用的来自各个国家

的中间投入品数量和价值。由于本文实证所需的是最终品中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是

后向分解法，其中 43 个国家或地区 56 个行业 DVA 和 FVA 的原始数据来自于对外经贸大学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②。之后本文将 27 个欧盟国家的增加值数据进行加总得到欧盟整体的增

加值数据 ③。最终本文得到了 17 个国家或地区（欧盟+16 个非欧盟国家）56 个行业的 DVA
和 FVA 数据。对于最终品行业的国内生产量，数据可以直接从 WIOT 中获取。进口量数据

来自 TRAINS 数据库。 
2.关税数据。本文构建了 2000-2014 年行业层面的双边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并与 WIOT
中的国家或地区和行业对应一致。最终品关税的主要构建过程如下：首先从 TRAINS 数据库

                                                 
①数据下载地址为 http://www.wiod.org/database/wiots16 
②数据下载地址为 http://rigvc.uibe.edu.cn/english/D_E/database_database/index.htm 
③由于欧盟国家具有统一的关税政策，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对待。 

http://www.wiod.org/database/wiots16
http://rigvc.uibe.edu.cn/english/D_E/database_databas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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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TO 网站搜集到 2000-2014 年样本国家或地区HS-6 分位数水平产品关税数据，其中 WTO
网站上获得的是 MFN 关税，而 TRAINS 数据库中对应的是双边应用关税数据；之后，本文

构建了 HS 产品编码和 WIOT 的行业匹配表；再次依据 BEC 分类，将 HS-6 分位数产品分为

中间品和最终品并与 WIOT 行业匹配，并保留最终品的关税；最后使用简单平均法将 HS-6
分位数水平最终品关税加总至 WIOT 行业层面，从而得到本文所需行业层面 MFN 和双边最

终品关税 ①。由于仅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拥有产品关税数据，同时 WIOT 中某些行业仅包

含中间品不含最终品（如第 2、4、10 和 12 行业）。因此在剔除服务业和不含最终品的行业

之后，本文得到了 2000-2014 年 17 个国家或地区 18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 ②，具体的行业分类

和名称见本文的附录一。 
对于每一种进口最终品所对应的中间品关税，采用 Gawande & Bandyopadhyay（2000）

和 McCalman（2004）的构建方式，使用中间品关税的加权平均，其中权重为每种中间产品

的使用数量。具体来说，设 ( ),ijU u c d =  为中间投入品的使用矩阵，其中 ( ),iju c d 表示国

家 c 行业 i 被国家 d 行业 j 所使用的数量。那么国家 d 行业 j 所面临的中间品关税为：

( ) ( )
( )
,

int
,

ij ic d i
d

ijc d i

u c d T c
ertariff

u c d
≠

≠

= ∑ ∑
∑ ∑

，其中 ( )iT c 为国家 c 行业 i 双边关税水平 ③。 

3.控制变量。根据贸易成本和贸易引力模型文献（Eaton & Kortum，2002；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国家间的双边特征可能影响两国关税水平，如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可能影

响中间品关税政策制定。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反映国家间双边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国

家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有共同语言及是否有共同边界等，它们常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并对贸易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数据来自于 CEPII 地理距离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1 显示了（17）-（18）式的 OLS 估计结果，其中前两列核心解释变量为水平值，后

两列核心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值。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一，当同时控制了进口商-行业、进

口商-年份、行业-年份和出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后，最终品关税水平值以及最终品关税

对 MFN 的偏离与中间品关税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就最终品关税偏离来看，中间品关税每上

升 1 个百分点，双边最终品关税会上升约 0.06 个百分点 ④。这与理论模型相一致，表明在

现实中下游行业经过上游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传导，其面临的关税负担会加重。第二，与理论

预期一致，DVA 与最终品关税水平值以及最终品对 MFN 的偏离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负向

                                                 
①将 HS 产品层面关税数据简单平均得到行业层面关税数据是研究中的通行做法。简单平均一般有两

种方法，一种以产品进口量为权重（毛其淋、盛斌，2013），另一种是不使用权重，直接平均（余淼杰、袁

东，2016）。本文使用了后者的做法。 
②TRAINS 数据库中，在 2000-2014 年间，存在一些国家整段期间双边应用关税缺失的情形，如印度

和印尼 2014 年双边关税缺失、中国 2012 和 2013 年双边关税缺失及欧盟部分年份关税缺失情形；同时部分

国家每年不同国家进口的行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得到的面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③行业 i 本身可能是中间品行业或者最终品行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最终品行业 j 来说，它即为

中间投入品行业。 
④如上文所说，本文将 MFN 关税视作给定值（Grossman & Helpman，1995a），因此最终品关税偏离的

变化即等价于最终品双边应用关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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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就最终品关税偏离来看，DVA 每增加一个对数点，双边最终品关税下降 0.52 个百分

点。第三，FVA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就最终品关税偏离而言，FVA 每增加一个对数点，双

边最终品关税会增加约 0.18 个百分点，这表明（14）式 FVA 的政治经济权重要大于 1。这

一结果与 Blanchard et al（2016）有差异，他们估计 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为负。他们

仅选取了 1995、2000、2005 与 2009 年四个基准年份，当本文用最新的更长时间序列估计时

发现，现实中各国在制定关税政策时会赋予 FVA 较大的政治权重。相关文献的实证研究也

支持本文的结果。Goldberg & Maggi（1999）采用美国 107 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对保护待售模

型进行实证估计发现，消费者福利在政府函数中的权重大小在 53-93 之间。Branstetter & 
Feenstra（2002）将保护待售模型运用到中国，揭示地方政府对于各利益集团赋予的权重。

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赋予消费者福利的权重在 0.24-0.34之间，赋予国企收益的权重在1.66
到 1.76 之间，国企的权重显著高于消费者福利权重，并且大于 1。就本文来说，随着贸易自

由化的提高，生产日益全球化。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可能比较关注国外企业的收益，使得

权重大于 1。第四，表 1 后两列显示，当对每一个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基准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由于滞后一期变量相对更

为外生，在下文中均对使用滞后期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7）式 （18）式 （17）式 （18）式 

Intertariff 
0.721*** 0.058**   
（0.056） （0.029）   

Lag_Intertariff 
  0.674*** 0.077** 
  （0.066） （0.038） 

lnIP 
0.264 0.405***   

（0.195） （0.129）   

 Lag_lnIP  
 0.127*** 0.098*** 

 
 （0.044） （0.030） 

lnDVA 
-0.416** -0.521***   

（0.167） （0.151）   

 Lag_lnDVA 
  -0.101** -0.088** 
  （0.046） （0.035） 

lnFVA 
0.298** 0.180***   

（0.150） （0.057）   

 Lag_lnFVA  
 0.148*** 0.108*** 

 
 （0.041） （0.027） 

双边距离对数 
-0.060 0.243** 0.241 0.598*** 

（0.149） （0.118） （0.170） （0.150） 

是否存在共同边界 
-0.998* -0.825 -1.266 -1.072 

（0.605） （0.576） （0.784） （0.780） 

是否存在共同语言 
-0.287 -0.157 -0.148 -0.053 

（0.276） （0.248） （0.347） （0.323） 

常数项 
1.321 -6.612*** 0.150 -7.530*** 

（1.444） （1.221） （1.682） （1.560） 
R2 0.813 0.291 0.816 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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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0040 50040 38103 38103 

注：各变量前的前缀“Lag_”表示滞后一期。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在进口商-出口商层面上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回归

系数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分析 
表 2 显示了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前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

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结果表明，第一，K-P LM 统计量和 K-P Wald F
统计量分别为 6.497 和 46.487，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①，DVA 和 FVA 经

校正后估计系数绝对值水平较之前均有所上升，表明 OLS 估计存在向下偏误。第二，无论

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还是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DVA 对于最终品关税在

10%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当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时，中间品关税有显著正向影

响；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偏离时，这一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在所有回归中，FVA 仍

有正向影响，但在 10%水平上变得不再显著。各系数的符号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没有发生变

化。总体来看，工具变量法估计系数在经济意义上与 OLS 估计没有显著的差异，基准回归

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2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1） （2） （3） （4） 

Lag_Intertariff 
0.670*** 0.670*** 0.076 0.076 
（0.165） （0.166） （0.061） （0.062） 

 Lag_lnIP 
0.372 0.344 0.749** 0.497 

（0.469） （0.354） （0.318） （0.297） 

 Lag_lnDVA 
-0.941* -0.886* -1.339** -0.898* 

（0.541） （0.465） （0.522） （0.492） 

 Lag_lnFVA 
0.526 0.517 0.356 0.258 

（0.354） （0.401） （0.210） （0.196） 
R2 0.828 0.289 0.816 0.37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6.497 6.829 6.497 6.829 

Kleibergen-Paap rk Wald 46.487 75.586 46.487 75.586 

                                                 
①由上文可知，本文仅分别选取了一个变量作为 DVA 和 FVA 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

问题，因此未对工具变量进行 Sargan 检验。 



 14 

F 统计量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注：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 

（三）影响机制分析和检验 
根据已有文献（倪红福等，2018；段玉婉等，2018），中间品关税影响最终品关税的机

制可能在于：中间品关税会提高运用该中间品生产的最终品成本，出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一

国政府可能会提高最终品关税，加大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力度，即中间品关税会通过投入品价

格渠道，产生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对于 DVA 和 FVA，由上文分析可知，它们主要会影响

政府制定关税政策的动机，虽然从理论上无法直接对动机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但可以预期，

在不考虑政治经济权重时，最终品中包含的 DVA 和 FVA 越多，其关税可能越低。为了对如

上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分别在基准回归中引入了中间品关税和中间品价格指数的交互项以及

DVA、FVA 和表征增加值高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1, 1, 1, 1,
c IT c tp c c p
ndt nc ct nt ndt N d N d N d N d ncdtt t t price price Controls eη η η η α α α β+ + + += + + + + + × + + + （21） 

1, ln ln ln _ _

ln ln _ _

c IT c IP c DVA d Dh d hd
ndt nc ct nt ndt N d nt nct nct nc nc

FVA c Fh c hf
nt nt nc nc ncdt

t t IP DVA DVA high dva high dva

FVA FVA high fva high fva Controls e

η η η η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 + + + + + + + × +

+ + × + + +
（22） 

,
1, 1, 1, 1,

c c MFN IT c tp c c p
ndt nt nc ct nt ndt N d N d N d N d ncdtt t t t price price Controls eη η η η α α α β+ + + +− = + + + + + × + + + （23） 

,
1, ln ln ln _ _

ln ln _ _

c c MFN IT c IP c DVA d Dh d hd
ndt nt nc ct nt ndt N d nt nct nct nc nc

FVA c Fh c hf
nt nt nc nc ncdt

t t t IP DVA DVA high dva high dva

FVA FVA high fva high fva Controls e

η η η η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 = + + + + + + + × +

+ + × + + +

（24） 

式中
1,

c
N dprice +

表示中间投入品价格指数，数据来自 WIOD 社会经济账户 ①，本文对其取

对数处理。 _ nchigh dva 和 _ nchigh fva 分别表示高 DVA 和高 FVA 的虚拟变量，计算方法为：首

先计算 n 所含 DVA 和 FVA 的中位数，如果 c 国 DVA 和 FVA 高于该值，则 _ nchigh dva 和

_ nchigh fva 取 1，否则取 0。（21）和（23）式检验中间品关税的价格作用机制，（22）和（24）

式检验 DVA 和 FVA 高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不同影响。表 3 显示了估计结果，前两列的被解

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可以看出，

第一，无论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还是对 MFN 的偏离，中间品关税系数为正且显

著，同时中间品关税与中间品价格指数的交互项也为正且显著，表明随着中间品价格指数的

上升，最终品关税也会提高更多，这说明中间品关税会通过投入品价格渠道，产生关税成本

的放大效应。第二，对于 DVA，系数显著为负，且与表征高 DVA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说明相比于低的 DVA，高的 DVA 会加强 DVA 对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影响。第三，

对于 FVA，系数显著为正，与高 FVA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 FVA 的

增加，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正向影响有所削弱，政府在制定关税政策时更多兼顾 FVA 自

身（不考虑政治经济权重时）对于关税的负向影响。 
表 3  机制分析估计结果 

    （1） （2） （3） （4） 
Lag_Intertariff 0.444*** 0.673*** 0.087* 0.078** 

                                                 
①网址为 http://www.wiod.org/database/seas16  

http://www.wiod.org/database/sea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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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 （0.066） （0.050） （0.038） 

 Lag_Intertariff*Price 
0.206***  0.189**  
（0.065）  （0.080）  

 Price 
-0.199  -0.006  

（0.281）  （0.013）  

 Lag_lnIP 
 0.144*** 

 0.104*** 

 （0.050） 
 

（0.035） 

Lag_lnDVA 
 -0.105*  -0.124** 

 （0.060）  （0.052） 

Lag_lnDVA*high_dva 
 -0.404***  -0.261** 

 （0.158）  （0.104） 

high_dva 
 0.026  0.064 

 （0.061）  （0.045） 

Lag_lnFVA 
 0.244***  0.196*** 

 （0.070）  （0.059） 

Lag_lnFVA*high_fva 
 -0.138**  -0.121** 

 （0.062）  （0.053） 

high_fva 
 0.968***  0.759*** 

 （0.341）  （0.283） 

常数项 
4.596** 0.358 -8.129*** -7.404*** 

（2.159） （1.635） （1.361） （1.499） 
R2 0.812 0.817 0.276 0.3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注：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 

五、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1.与Blanchard et al.（2016）的回归结果比较。针对本文FVA估计结果与Blanchard et al（2016）
的差异，本文选取与其相同的基准年份和国家进行回归，检验本文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是否发

生变化。本文从数据中选取了 Blanchard et al（2016）基准年份（1995，2000，2005，2009）
数据进行了回归。由于本文所用数据在年份、国家和部门均进行了更新，为了尽可能地与其

保持一致，本文选取了 2000、2005 和 2009 年 40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回归 ①，回归结

果显示如表 4。比较两次回归结果可以发现，FVA 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与本文基准

                                                 
①虽然回归结果中未包含 1995 年，但一年数据应不至于完全扭转符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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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本文认为造成本文结果与 Blanchard et al（2016）回归结果不同的原因

可能主要来自于数据结构上的差异（如 WIOD 对于部门分类的调整）以及在搜集加工处理

数据中的差异。 
表 4  与 Blanchard et al（2016）回归结果比较 

    
2000-2014 年，43 个国家回归

结果 
2000、2005、2009 年 
40 个国家回归结果 

Lag_Intertariff 
0.077** 0.076 0.253 0.262 

（0.038） （0.062） （0.163） （0.289） 

 Lag_lnIP 
0.098*** 0.497 0.286*** 1.635* 

（0.030） （0.297） （0.079） （0.753） 

 Lag_lnDVA 
-0.088** -0.898* -0.287*** -2.434* 
（0.035） （0.492） （0.104） （1.187） 

 Lag_lnFVA 
0.108*** 0.258 0.162* 0.118 
（0.027） （0.196） （0.095） （0.4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103 38103 4573 4573 

注：第 1 列和第 3 列表示基准 OLS 回归结果，第 2 列和第 4 列表示使用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均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使用最终品关税水平值结果是类似的，下同。 

2.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由产品关税计算行业层面关税有两种方法：简单平均和产品

进口量加权平均。本文使用简单平均方法计算行业最终品关税。作为一种替代方法，使用产

品进口量加权平均方法重新计算行业最终品关税和 MFN，表 5 显示了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

方式的估计结果。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后，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中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符号均没有发生变化，表明无论是以简单平均还是进口量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行业最

终品关税，中间品关税以及 DVA 和 FVA 对其均有显著影响。 
表 5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式的估计结果 

    简单平均回归结果 进口量加权平均回归结果 

Lag_Intertariff 
0.077** 0.076 0.112** 0.111 

（0.038） （0.062） （0.052） （0.083） 

 Lag_lnIP 
0.098*** 0.497 0.127*** 0.782** 

（0.03） （0.297） （0.033） （0.346） 

 Lag_lnDVA 
-0.088** -0.898* -0.070** -1.230** 
（0.035） （0.492） （0.034） （0.493） 

 Lag_lnFVA 
0.108*** 0.258 0.117*** 0.287 
（0.027） （0.196） （0.029） （0.2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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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二）异质性分析 
1.区域贸易协定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上文在估计时没有考虑区域贸易协定（RTAs）对于关税

的影响。但如模型中讨论，RTAs 可能通过中和贸易条件效应而消除 DVA 对于关税的影响。 
为了考察区域贸易协定框架内外解释变量关税效应的异同，本文扩展（17）和（18）式，

使其可以反应协定框架内外的关税变化： 

[ ] [ ]
[ ] [ ]

1 1, 2 1, 1 2

1 2 1 2

1 1 ln ln

1 ln ln 1 ln ln

c IT c IT c IP c IP c
ndt nc ct nt ndt cdt N d cdt N d cdt nt cdt nt

DVA d DVA d FVA c FVA c
cdt nct cdt nct cdt nt cdt nt ncdt

t RTA t RTA t RTA IP RTA IP

RTA DVA RTA DVA RTA FVA RTA FVA Controls e

η η η η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 += + + + + − + + − +

+ − + + − + + +

（25） 

[ ] [ ]
[ ] [ ]

,
1 1, 2 1, 1 2

1 2 1 2

1 1 ln ln

1 ln ln 1 ln ln

c c MFN IT c IT c IP c IP c
ndt nt nc ct nt ndt cdt N d cdt N d cdt nt cdt nt

DVA d DVA d FVA c FVA c
cdt nct cdt nct cdt nt cdt nt

t t RTA t RTA t RTA IP RTA IP

RTA DVA RTA DVA RTA FVA RTA FVA Contr

η η η η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 +− = + + + + − + + − +

+ − + + − + + ncdtols e+

（26） 

cdtRTA 是二元虚拟变量，当 c 与 d 在 t 存在 RTAs 时，取 1；否则为 0。如果 RTAs 的签

订完全地中和了贸易条件外部性，预期
2 0DVAα = ；如 RTAs 部分地中和贸易条件外部性，本文

预期系数
2
DVAα 比

1
DVAα 小，且不显著。 

现实中双边优惠关税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是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GSP），这是主要的优惠关税来源。根据 WTO 第 24 条授权的自由贸易区和

关税同盟是双边关税第二种优惠来源。关税优惠的第三种方式是发展中国家间达成的贸易协

议，其中包括局部自由贸易协定和一些双边协定等。最后，少数特定项目和一次性优惠构成

了现实中关税优惠的第四种来源。由于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包含大幅度的关税优惠，因而

本文将经过 WTO 第 24 条款授权的协定视为 RTAs，将其他三种关税优惠方式视为非区域贸

易协定（Non-RTAs）。RTAs 的签订实施情况来自于 WTO 贸易协定数据库 ①，各国详细的

RTAs 签订情形见本文的附录二。表 6 显示了估计结果，其中第 1 列和第 3 列为基准回归结

果，第 2 列和第 4 列为考虑 RTAs 的估计结果，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

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 
表 6  考虑 RTAs 的估计结果 

    （1） （2） （3） （4） 

Lag_Intertariff 
0.674***  0.076**  

（0.066）  （0.038）  

[1-RTA]*Lag_Intertariff  
0.674*** 

 0.077** 

 
（0.066） 

 
（0.038） 

RTA*Lag_Intertariff 
 0.625***  0.001 
 （0.078）  （0.055） 

 Lag_lnIP 
0.127***  0.206***  
（0.044）  （0.043）  

                                                 
①WTO 贸易协定数据库网址为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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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RTA]*Lag_lnIP 
 0.136*** 

 -0.095*** 

 （0.044） 
 

（0.034） 

RTA*Lag_lnIP 
 0.016  0.042 
 （0.069）  （0.088） 

Lag_lnDVA 
-0.101**  -0.210***  

（0.046）  （0.061）  

[1-RTA]*Lag_lnDVA 
 -0.110**  -0.095*** 

 （0.046）  （0.034） 

RTA*Lag_lnDVA 
 0.066  0.042 
 （0.099）  （0.088） 

Lag_lnFVA 
0.148***  0.248***  

（0.041）  （0.052）  

[1-RTA]*Lag_lnFVA 
 0.148**  0.108*** 

 （0.042）  （0.028） 

RTA*Lag_lnFVA 
 0.127**  0.092* 

 （0.063）  （0.049） 

常数项 
-0.150 0.420 -3.719*** -7.203*** 

（1.682） 1.660 （0.697） （1.543） 
R2 0.816 0.818 0.345 0.3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注：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 

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无论是最终品关税水平值，还是对 MFN 的偏离，RTAs 对所有变

量的系数均存在异质性影响。第一，当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不论是否存在 RTAs，
中间品关税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均十分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

不存在 RTAs 时，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存在 RTAs 时不再显著，

这说明中间品关税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一结论与 McCalman（2004）一致。他

们侧重研究不同行业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差异性，本文则是表明对于国家整体而言，

是否签订 RTAs 也会影响中间品关税效应的发挥。第二，DVA 效应的发挥同样依赖于 RTAs：
不存在 RTAs 时，DVA 的效应十分显著；而签定了 RTAs 后，这一效应变得不再显著。这说

明现实中 RTAs 只是部分地中和了贸易条件效应，因而协定框架内的 DVA 系数没有变为零，

而是比框架外的系数要小。第三，对于 FVA，本文发现不论是否存在 RTAs，最终品关税的

影响均显著，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说明 FVA 效应的发挥不依赖于贸易条件。 
2.分样本和分时段的异质性分析。样本中全部 43 个国家或地区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本文根据 WTO 公布的分类标准将其分为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 ①，分样本进行

                                                 
①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台湾、美国、挪威和瑞士，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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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归。此外，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后时段，关税政策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是，

本文将全部时间区间分为 2000-2008 年和 2009-2014 年，分时段进行了回归。分样本和分时

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如表 7。 
从表 7 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异质性，新兴经

济体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均比高收入经济体大，表明各变量对于新兴经济体最终品关

税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经济体。如就 DVA 来说，对于高收入经济体，每增加 1 个对数点，

最终品关税下降约 0.16 个百分点；对于新兴经济体，每增加 1 个对数点，最终品关税下降

约0.06个百分点。就FVA来说，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同样大于高收入经济体（0.14%VS0.09%），

表明现实中新兴经济体赋予了 FVA 更大的政治经济权重。第二，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在金融

危机前后时段也存在异质性，如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后金融危机时段更大，

DVA 和 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时段更大。 
表 7  分样本和分时期回归结果 

    高收入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2000-2008 年 2009-2014 年 

Lag_Intertariff 
0.014 0.142** 0.073 0.146*** 

（0.029） （0.058） （0.049） （0.057） 

 Lag_lnIP 
0.094** 0.113** 0.118*** 0.076*** 

（0.041） （0.049） （0.045） （0.023） 

 Lag_lnDVA 
-0.055 -0.159*** -0.110** -0.060* 

（0.035） （0.055） （0.046） （0.033） 

 Lag_lnFVA 
0.092*** 0.137*** 0.134*** 0.072*** 

（0.027） （0.049） （0.036） （0.025） 

常数项 
-5.379*** -14.821*** -8.480*** -6.459*** 

（1.322） （4.186） （2.038） （1.316） 
R2 0.337 0.320 0.321 0.2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528 13390 21767 16336 

注：本表仅显示了使用 OLS 估计结果，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也依然稳健。被解释变量均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 的偏离，

使用最终品关税水平值结果是类似的。 

 

六、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使得最终品的生产与投入增加值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分离，企业可以

将不同生产阶段布局在不同国家，同时也可以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这会影响最优关税政策

的制定。本文扩展了 Blanchard et al（2016）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分析模型，融入一国进口中

                                                                                                                                            
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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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品并征收中间品关税的行为，更为全面地考察了中间品关税和国内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

的影响；之后利用 2000-2014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和双边关税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的预

测结果。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间品关税和国内最终品生产所含国外增加值的

增加显著提高了最终品关税，国外最终品生产所含国内增加值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最终品关税。

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间品关税主要通过中间品价格影响最终品关税的制定；国内增

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国内增加值的提高而加强，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

正向影响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提高而削弱。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可以

一定程度中和贸易条件外部性，阻隔国内增加值发挥效应的途径。中间品关税、国内增加值

和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不同经济体及不同时段存在异质性。 
概括来看，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和政治经济考量对于现实中政府

关税政策的制定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存在

会推动国家间降低最终品关税，且由于中间品关税的正向传递效应，实际中降低中间品关税

的政策会产生更大程度关税削减的效果。然而从政治经济博弈的角度，现实中一些国家会出

于对国外企业在本国收益的重视而加征关税。但是本文的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会随着国

外增加值的增加而削弱。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仍是推动和鼓励国家间关税的降低和

贸易自由化。 
鉴于本文结果，针对此话题，本文认为未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工作可以扩展。第一，本文

仍是在传统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分析，如假设政治经济权重是外生给定的，在未

来的工作中，可以尝试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允许权重的内生选择（Mitra，1999），考

察政府如何同时设定最优最终品关税和政治经济学权重。第二，本文仅是对 Blanchard et al
（2016）模型的简单拓展，假设最终品使用一种中间品进行生产，未考虑中间品迂回生产以

及中间品影响增加值的过程，之后可尝试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同时设定最终品和中间投入品关

税来保护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第三，本文集中于考察中间品关税、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一方面，现实中关税已被国际协议大幅度削减，另一方面关税仅仅

是各国所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之一，各国还会使用不同形式的非关税壁垒来实施贸易保护，

因而未来的工作也可以围绕着全球价值链对于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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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final goods production 
links between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This ma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incentives for import protection and affect the formulation of trade policies. In order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on trade policy formulatio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odel of trade policy of Blanchard et al(2016), 
incorporating endogenously a country's imports of intermediate goods and levying intermediate 
goods and studying the impact of domestic(foreign) value added and intermediate tariff on final 
goods tariff. After that, we use the 2000-2014 World Input-Output Table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predi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mediate goods tariff and foreign 
value added contained in domestic final good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inal goods tariff, 
while the domestic value added contained in foreign final good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t.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intermediate goods tariff mainly affects the formulation of final 
goods tariffs by influencing intermediate goods pri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omestic 
value-added on final good tariff will be reinfor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omestic value-added, 
whil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oreign value-added on final goods tariffs will be weakened as the 
foreign value added increases.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s；Final Goods Tariff； Intermediate Goods Tariff；Value 
Added；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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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关税覆盖行业与名称 

行业分类 
名称 WIOT 序号 
农作物和动物的生产，狩猎和相关的服务活动 1 
渔业和水产养殖 3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的制造 5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的制造 6 
木材和木制品和软木制品的制造，家具除外;稻草和编结材料制品的

制造 
7 

纸和纸制品的制造 8 
录制媒体的打印和复制 9 
化学品和化学产品的制造 11 
橡胶和塑料制品的制造 13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制造 14 
基础金属的制造 15 
金属制品的制造，机械和设备除外 16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 17 
电气设备的制造 18 
机械和设备的制造 19 
汽车，拖车和半挂车的制造 20 
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 21 
家具制造; 其他制造业 22 

 

附录二 区域贸易协定（RTAs）签订情形 

区域贸易协定 
双边协定 协定有效期间 
澳大利亚-印尼 2010-2014 
澳大利亚-美国 2005-2014 
巴西-墨西哥 2005-2014 
加拿大-挪威 2009-2014 
加拿大-瑞士 2009-2014 
中国-印尼 2005-2014 
中国-瑞士 2014 
欧盟-韩国 2011-2014 
欧盟-墨西哥 2000-2010 
印度-印尼 2010-2014 
印度-日本 2011-2014 



 24 

印度-韩国 2010-2014 
印尼-日本 2008-2014 
印尼-韩国 2010-2014 
日本-墨西哥 2005-2014 
日本-瑞士 2009-2014 
韩国-挪威 2006-2014 
韩国-瑞士 2006-2014 
韩国-土耳其 2013-2014 
韩国-美国 2012-2014 
墨西哥-挪威 2001-2011 
墨西哥-瑞士 2001-2011 
区域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2000-2014 
  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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